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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孙中山访鄂史事考论
*1

雷平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摘 要】:1912 年 4 月 9 日至 12 日，孙中山应黎元洪邀请对武汉进行了访问。访鄂期间，孙中山凭吊烈士，

与武汉各界进行互动，并发表了多次演讲与谈话，其主旨大致为：表彰“武汉首义”，对复兴武汉进行规划；宣扬

“社会革命”主张，表达有志于“建设”的愿望；号召湖北革命党人化解分歧，保持“一致精神”；主张建都武昌。

湖北革命党及社会各界对孙中山的此行予以热烈欢迎，但在表面的欢迎之外，对于孙的“社会革命”主张和建议则

未给予实质性回应，革命党人之间的分歧也并未得到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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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湖北武汉则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孙中山与武汉的渊源如何呢？史学界一般认为，孙中山

一生曾两次到达武汉。第一次是在 1894 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势力”
[1] 229

，第二次则是在 1912 年辞

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访问武汉
①2
。对于第一次活动，限于当时的情势，留存的史料不多，无法还原究竟；而第二次访鄂，则是一件

颇受瞩目的事情，留下了较多的演讲记录及社会报道。但对这一次孙中山访鄂的行踪，学术界关注不多，故论及孙中山此次湖

北之行的缘由大多语焉不详，在行程的说法上也多有分歧
②3
。本文对孙中山 1912 年访鄂行程及社会反响进行发覆，以就教于方

家。

一、访鄂缘起

孙中山与湖北革命党人渊源较深。湖北留学生刘成禺、戢元丞、居正、田桐、石瑛等人很早就在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湖

北的革命运动也深受孙中山影响。1902 年，孙中山还曾在横滨接待刘成禺等湖北学生来访。武昌首义成功之时，孙中山正在海

外，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之后激动地对外宣布：“此次革命主因，须于民间不平之点求之。满洲入关，屠杀残酷，其恨盖二百六

十余年如一日也。如以满人皆享特权，遂至懒不事事，吸汉之膏血，不工作而生活，精神形体两不发达，至今皆成废弃。民间

以种恨之深，秘密结社极多，要以灭清复明为惟一之目的。”
[2] 562

在此后的谈话或演讲中，孙中山多次称赞武汉的“首义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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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表示对“武汉首义之地，心驰已久”
[3] 268

。

辛亥革命虽成功，但时局并不太平。孙中山于 1911 年 12 月 25 日自海外归来，旋即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并于 191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宣誓就任。然而国内的复杂局势，容不得他实施具体的内政方针，在与袁世凯周旋数月之久，南北和议已成的情形

下，孙中山于 1912 年 4 月 1 日在南京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并于 4 月 3 日由南京抵达上海。在上海，孙中山接到了来自各省

欢迎往游的函电，“广东政情不稳，期盼尤为迫切”，但孙中山却接受了副总统兼鄂军都督黎元洪的邀请，决定前往武汉，其中

颇有意味。居正称：“因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党人时露拔剑斫柱之态，欲国父有以说服而调伏之。”
[4] 1871

揆之当时湖北情势，此

为确论。

辛亥首义前后，湖北交织着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革命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立宪派主将汤化龙对黎元洪处处被革命党

掣肘的情形不满，企图以黎元洪牵制革命党人，而革命派则认为汤化龙与“革命主义不相容”
[5] 392

。革命派内部矛盾则更为复杂。

首先是革命党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之间的矛盾，盖共进会“江湖人士占多数”，文学社则“军界占多数”，双方互不能容
[5] 13

。

武昌保卫战时，宋教仁、蒋熤武等同盟会员推举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或称为南方民军总司令，以便统率各省赴援的民军”，

而吴兆霖及共进会成员则主张黄兴“属鄂军大都督下”，主张用“民军战时总司令”，不冠“南方”二字
[5] 474

。最终黄兴被黎元洪

拜为“战时总司令”，实际上就是置黄兴于黎元洪之下，坊间难免有非议。1911 年 11 月 5 日，军政府代表徐慎吾对外称：“外

间虽谣传黎都督与旧革命党黄兴等人有不和之说，然因黎之宽宏大度，彼此间毫无反目之处……现万众一心，立誓团结协力。”
[6] 100

此实为欲盖弥彰之说，且其中明显偏向黎元洪。革命党人张振武对依靠黎元洪心存不满：认为黎“素非同志，必不能为民

国出力，用之何益？”
[7] 78

其次，湖北革命党人与海外归来的同盟会成员之间也有矛盾。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认为辛亥革命成功

缘于共进会，几乎不承认孙中山领导之功
[8] 85

，对黄兴军事领导权也颇为不满，不予配合。各种矛盾在孙武组织民社并宣布拥黎

之后迅速激化。1912 年 2 月 27 日晚上，武汉发生由黄申芗领导、共进会支持的“二次革命”，声言要逮捕孙武，因孙武事先

去了汉口得以逃脱。黎元洪迫于压力令孙武解职。这次所谓的“革命”其实是“兄弟阋墙之争，非革命也”
[9] 115

。3 月 7 日，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按前武昌军务部长孙武，奔走光复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义，厥功甚著。纵使行事用人或有偏颇，而解职

以去，用避贤路，副总统可谓持之平允矣。至谓孙武有何罪状，则当由副总统正式宣布，岂容蜚语四出，极其所之，至使望门

投止，状类逋逃。文以为甚非所以待有功者之道。敬请副总统为各界告戒，无伤同气，无害功能，天下幸甚。”
[10] 194

从中可见，

孙中山一直对武汉的局势非常关注，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有意将自己的革命重心由政治革命转移到社会革命，希望通

过社会革命继续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4 月 4 日在答《文汇报》记者问时，孙中山表示“政治革命今已告成，余更拟发起一更

巨之社会革命，此社会革命之事业，不用兵力而用和平办法”
[11] 173

。在这样的心境下，孙中山的湖北之行其实也有借机考察社

会实际情形的意图。

湖北方面为表诚意，不仅多次邀请，黎元洪还专程派出田桐、李基鸿到上海敦请孙中山。在内外合力之下，孙中山先生慨

然应允湖北的考察邀请。4 月 7 日，在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廖仲恺等 28 名随行的陪同下，孙中山一行由南京出发赴汉。

二、在鄂活动及演讲主旨

孙中山一行于 4 月 9 日下午 1 点钟乘“联鲸号”抵达武汉。黎元洪派孙武等政界人士及军界代表第二镇统制王国华、第四

镇统制蔡汉卿等迎请孙中山直达湖北都督府。

闻听孙中山来鄂，武汉长街沿途彩旗招展，途经之处人头攒动，欢呼之声，不绝于耳，社会团体和民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武汉商民“特制五色国旗一千面，由巡警厅分发各街市商店，备价领取悬挂。初八日各商店已一律悬旗，并有张灯结彩点缀门

面以表敬忱者”
[12]
。9 日孙中山到达武汉时，“各界结队出城者不下二万人”，舰船抵岸时，“江岸军乐齐奏，士民讴歌”

[13]
。武

昌十三团体在 4 月 10 日组织了欢迎会，汉口则由商会、民社、商团、自由党、社会党、义成社、实业团、四川乡会、赤十字

会、华景保安会、江北总务厅、湖南欢迎代表、汉冶萍临时代表、武汉报界联合会、小董家巷自治会等团体组成欢迎团，在 4 月

11 日下午举行欢迎大会，声势颇为壮观。《民立报》记录了孙中山视察报社的情形，对孙中山肯定报社的鼓吹之功深受鼓舞，“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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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鼓掌”
[14]
。孙中山的这一次访鄂的主要行程安排如表 1。

孙中山在武汉的活动，用胡汉民的话说，有“三大感情”：“一则调查战绩，凭吊忠魂，即对于我武汉军人之感情。二则伤

痛瓦砾，督促建筑，即对于我武汉商人之感情。三则哀念流离，抚恤疮痍，即对于我一般国民之感情。”
[3] 260

因此，其在汉期间

参观凭吊为重要活动内容，如到汉后的第一项活动即是凭吊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孙中山很关注对武汉首义烈士的祭奠与

抚恤。在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曾专门撰文凭吊武昌首义烈士：“中夏不弔，满夷窃乱，盗憎主人，府尤丛怨。岂曰无人，摧仇奋

患，时不可为，热血空溅。乃及辛亥，火中成军，武汉飚发，胡虏土崩。既攻既击，椓我弟昆，虽椓我昆，大功则成。人生有

死，死有重轻，死以为国，身毁名荣。漠漠沙场，烈骨所暴，崭崭新国，烈士所造，千祀万禩，俎豆馨香，魄归蒿乡，魂在帝

旁。伏维尚飨。”
[10] 242

在此次武汉之行中，孙中山又提出在武昌洪山修建庚子烈士墓，立“铁血精神庚子之墓”的石碑，以纪念

1900 年组织自立军起义而被清廷杀害的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先烈。

但孙中山的湖北之行不止于凭吊，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政治原因。孙中山在汉期间多有演讲，面向湖北军政府诸人及社会

各界宣传其思想主张，其演讲旨意主要有四：

其一，表彰“武汉首义”，对复兴武汉进行规划。

在 10 日上午举行的鄂军都督府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讲，表彰武汉“首义之功”：

民国成立，咸享幸福。推究端源，皆诸君子义同袍泽，首复武汉所致。鄙人躬逢斯盛，荣幸实多。惟破坏既终，建设伊始，

顾诸君子仍须维持公益，敦促进行，恢复主权，奠定邦本，于前途庶有豸焉。
[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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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在武昌奥略楼前，他再次赞扬说：“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普天同仇，才造成目前之中华民国。”
[3] 259

由于这

一次是面向民众演讲，孙中山借此机会讲解了“中华民国”创立的意义：

中华民国，目前既经成立，已非满清专制时代。诸君即须知：既系中华民国国民，已非满清专制时代百姓，自今伊始，即

当各行中华民国事业，即当各尽中华民国国民义务，勿复循满清专制时代作百姓之习惯性。……端宜本国民天职，扫除作百姓

故态。是即予所挟之希望也。
[3] 259

在武汉之行中，孙中山非常重视战后重建问题，为复兴武汉进行了若干规划。他在接见李四光、熊继贞、牟鸿勋、李春萱、

曹伯勋等人时，提出了八大政纲：（一）搜罗人才；（二）建设议院；（三）办选举；（四）绘制服图；（五）研究官制；（六）改

编军队；（七）厘定饷章；（八）振兴利源。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令内务部筹划复兴汉口市场：“此次武汉首义，汉口受祸最酷，伪清政府迫于人道，尚拟事定赔偿，

民国政府对于汉口市场兴复问题，提倡补助，自是应有之义。”
[10] 68

当他亲临其境，看到汉阳百姓穷困潦倒，社会百废待兴，汉

阳兵工厂惨遭兵祸破坏，旋即作出指示，在两三年内务必恢复生产运营，并表示愿意尽其所能承担机器设备的购置经费。

12 日在与同盟会湖北支部会谈后，孙中山还与黎元洪就接下来应该即刻着手的四件事进行了商量：一则以交涉也，待身返

粤东后，“当亲历欧美，莅海牙和平公会，订民国新立约章，俾保国权，因固邦本”；一则以兵工也，汉阳诸厂，“军国所依，制

造之精，成效颇著，亟宜先行补干，力图扩充”；一则以商场也，“以逆贼纵火，全镇受殃，损失孔多，流通尤滞”，“乞即为规

画，明示体卹，以纾困难，俾得懋迁仍复繁盛”；一则以女学也，“拟创设鄂州女子方言学堂，即著其次女公子留鄂开办，务令

女界教育亦得完全”
[15] 19～20

。

其二，宣扬“社会革命”主张，表达有志于“建设”的意愿。

在 4 月 10 日的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大会上，孙中山解释自己解职的缘由，是为了以“国民的资格”为“人民事业发起人”，

首次表达了“社会革命”的主张。他针对一般社会关于“自由与共和”的误解进行了阐释，“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万非

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

在服从纪律”。“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在办事期内，此少数人者，当停止其自由，为民尽职，以答人

民之供奉”。他解释了自己解职的缘由在于“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这是因为“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

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今试即中国四万万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过五万人，居军

界者多不过百万人，余者皆普通人民。是着眼于人数，已觉社会事业万万不能缓办。未统一以前，政事、军事皆极重要；而统

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孙中山表示，其本人在实现了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已决定将自己的重心转移到社会革

命上，前者是牺牲自由之事，而社会革命事业乃扩张自由之事，自己“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
[3] 256～257

。

在 10 日下午的武昌十三团体联合会欢迎大会上，孙中山以“社会革命”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今社会革命着手伊始，

仆以是希望各团体，复以其一致之精神，从事斯业”
[3] 258

。但对孙中山所主张之“社会革命”，社会上有反对意见，如谓“中国

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至社会问题则相去尚远。盖吾国生活程度低，资本家未尝发见，欧美现象与吾相反，社会主义且忧其捍

格不入，奚言吾国？”为此，孙中山专门予以驳斥：

为此言者，真浅见之徒，不足与言治也。诸君须知，欧美改良政治之时，其见解亦胡不同于吾人？当其时社会之流弊未生，

彼以为政治良，百事皆良，遂不注意于社会事业。及至社会事业败坏，至于今日之欧美，则欲收拾之，而转无从。诸君只知欧

美今日社会上补苴罅陋之政策，为应于社会问题而起，而不悟倘欧美早百年注意社会问题，而今日补苴罅陋之政策可不发生。

甚矣，其疏陋也！当美利坚离英自立，岂不于政治上踌躇满志，乃未及百年，而社会上之苦痛以生，国利民福，以此牺牲者多，

倘起百年前美洲政家询之，彼必自叹其失策。
[3]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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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从革命宗旨的角度指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

可不注意社会问题。”
[3] 258～259

他甚至认为“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这是因为“专制皇帝，且口不离爱民，虽专横无艺，

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帜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

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
[3] 259

。孙中山同时又指出“同盟罢工”不是“社会主义”：

迩来欧美工人，对于资本家之无良，常为同盟罢工之事，然总无效。盖工人皆贫，无持久之宿粮，工人求增值，资本家故

靳之，逾两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饿，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羁勒。至用货者，有时亦复同为资本家所厄，盖用货者嫌价昂，相率不

购，而储货者可转运他国，或居奇久囤，以困用者，使终不得不就而购之。世间颇误认同盟罢工为社会主义，而实非也。罢工

一事，乃无法行其社会主义而始用之，以发表其痛苦，非即社会主义也。
[3] 259

4 月 11 日，在武汉欢迎团发起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再次谈到“社会革命”。他说：“武汉首义，阳夏鏖兵，诸君子惨淡经营，

既已推翻满清，达平时种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在演讲的最后，他期望各界同胞在实现了过去的种族，政治革命之后，能

够面向未来，共同实现“社会革命”：“文等当提倡革命，即已拟分三级：一即种族，业为过去；一则政治，确属现在；三乃社

会，尚宜俟诸将来。……未来刻以建设在急，政治不乏保障；而各团已复纠纷，安能实行补助政治之不逮？”他重申自己解职

的目的是在“将于第三级与诸君子共谋统一改良方法”
[3] 261

。

4 月 12 日，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为其召开的欢迎大会上指出，“去秋武昌首建义旗，各省响应……民族、民权之

目的，已庶几达其八九。惟民生问题，种种繁难”
[3] 262

，希望同盟会会员与海内外同胞心有所系，关注民生问题。

其三，号召湖北革命党人化解分歧，保持“一致精神”。

调解湖北革命党人的分歧与矛盾是孙中山此次湖北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孙中山在表彰武昌首义精神的同时，也屡

屡抓住机会号召湖北革命党人能够化解矛盾，保持“一致精神”。

10 日上午，在武昌十三团体的演讲会中，孙中山专门谈论了团体的问题，他说：“近来团体之多，至不可数，此可征民智

之发达矣。而仆深恐其不能抱一目地，为一致之进行。”
[3] 258

这一说法恐怕也有针对性。据一位日本记者观察，革命之后的湖北

革命派“都在创建自己的党派，以扩张一己的权力”，蒋熤武、张振武等人都自己创办报纸，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武汉局面的

混乱不堪
[16] 216

。在这次的演讲中，孙中山重点谈了“社会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今社会革命着手伊始，仆以是希望各团体，

复以其一致之精神，从事斯业”
[3] 258

。

在 11 日下午武汉社会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提出在满清政府既倒，种族政治革命目标既达的背景下，如因“自由”

而产生团体纷争，并由此而引发各种弊端，实为不该。故他再三叮嘱，中国团体必须引以为戒，精诚合作，“言论者，发自团体，

以补助政治者也。然团体太多，则势分而力弱；党派众而意见纷歧。彼不从事大团而多立小团，殊非补助政治之正轨……”
[3] 261

。

孙中山觉察到首义之后武汉各种政治力量间的不团结，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共同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

胡汉民、汪兆铭等孙中山随行人员在演讲中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期望革命党人能够团结一致的愿望。在同盟会湖北支部的

欢迎会上，胡汉民说：

虽然会员亦不过四万万中一分子，危险时期，固不可不以一身肩重大，而安全时期，则断乎不可以眇躬傲等侪。持盈保泰，

居安思危，不自满假，舍己从人，此皆豪杰胸襟，非材学究腐烂讲章中话头。谨本斯义递绎为三：（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

自我立也。（二）功成而不居，名归而实恐不副也。（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并不计其功也。中山先生即我辈之金型玉模

矣，愿与诸会员勉效之。
[3]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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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期望以孙中山“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砥砺革命党人，从道德的层面化解矛盾分歧。汪兆铭从政见宜统一的角度提

出自己的期望：

民国幸成立矣，而应兴应革之事，条目奚翅万端。……至于政见，我同盟会之主脑，尤非他事之可颠倒错乱而令昏眩者。

书云：协恭和衷。易云：同心断金。主脑在斯，目的之所宜共注。倘政见互有出入，互有乘除，虽对于责任各能□没从事，不

敢告劳，究于国计民生终鲜有济。从知目前之主脑，端在政见之统一。准是以往，我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最后工夫，庶赖诸会

员以毕达乎！
[3] 265～266

景耀月则从权力的角度展开演说，希望湖北同盟会的同仁能够不因权力而起纷争：

十年来，同盟会受社会之欢迎，以同盟会中无权利可言，而纯粹为社会尽义务也。盱衡现在，则杂有权力于其间。美服患

人指，高明逼神恶，社会中将隐隐有以监督我矣。不矜不伐，何畏人言?忘家忘私，乃能自保。诸会员嗣此果能服义务如初，视

权利若无，为一般社会之先导乎?
[3] 266

诸人所论，实为对孙中山的呼应，也体现了孙氏努力调解湖北革命党人矛盾的愿望。

其四，主张建都武昌，以“武昌为天府”。

孙中山来鄂之际，南北之间正在就定都南京还是北京争议，而湖北则希望在双方僵持不决的情况下能以武昌为替代方案。2

月 27 日，黎元洪在《上两大总统并致各机关电》中陈说：“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

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
[17] 961

在这一背景下，湖北方面非常期盼孙中山在湖

北之行能对武昌建都予以支持。黎元洪在致孙中山的邀请中说“非寻常酬酢，而有重要事情就商”
[4] 1871

，所言“重要之事”自

然也包含商讨建都问题。

4 月 12 日，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为其召开的欢迎大会上指出：“当今重要问题之待解决者，又不止民生一事……

而于存亡利害有最急最切之关系者，则尤在首都问题。往者南函北电，纷纷争持，发言盈庭，究无定议。”
[3] 262～263

当时南北主要

争论问题焦点在于：首都究竟是设在北平还是南京，抑或定都武昌。孙中山比较了各方区位因素。对于定都“燕京”的主张，

他辨析说：

主是说者，大约以不都此，不足以控制满洲，驾驭蒙古。岂知日、俄逼处，久已野心勃勃，北顾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

内，即燕云诸州孤悬，北塞亦俱如海底星河，时见动摇。人方扼其喉吭，捣其心腹，死生旦夕，惟人所命，我尚能手足撑持，

索兵械以自捍卫乎？如履虎尾，如涉春冰，欲其不危，岂不可笑?彼以现时之历史、地理、经济诸问题，而必欲设都于此，固亦

未尝非是。但尚有两大问题，为他人所未曾计及者：生死而已矣；存亡而已矣。何以言之?凡都城，有外人兵队者，其国必灭。

南望安南，法则主人；东瞰高丽，日为外府。前鉴匪遥，后车宜戒。彼都既外兵云屯，耽耽虎视；沽津等炮台既撤，永难添筑。

我以初立之民国，而新缔之政府，竟孤注乎?外无藩篱、内多荆棘之地，一旦巢覆，奚存完卵?欲求巩固安全之策，诚非改设南

方不可。
[3] 263

从中可见，孙中山对定都问题的考虑具有高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意识。在否定定都燕京，力主“改设南方”之后，孙中山又

辨析了南京、武昌、上海之争议：

就南方以论，又无如有江宁、武昌之争执。两两相较，本无轾轩。然其枢轴总揽，水陆交通，南足以连巴蜀滇黔，北足以

控秦晋伊洛，指臂两湖，角犄三镇，则武昌信天下之根本，而上游之头目。此中关系，诚非小小。日月易迂，河山多故，诸君

于此幸留意焉。或又谓国家文明发达之迟速，端视其海岸线之短长。武昌僻居腹地，江宁尤邻偏枯，新耳目而蕲灵通，诚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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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辏殷繁之上海。岂知堂奥不深，徒有门户；街衢相接，奚恃关键？上海孤峙海隅，环伺租界，屏障而资航线，尾闾而建屋瓴，

均势理之所未堪信者。一旦潮流湍激，崩溃立形。东周洛阳，尚受四面之敌；南宋临安，终致一隅之困。背水可阵，而亦可国

乎?琉球、台湾、朝鲜之属，孰阶斯厉，皆前途既覆之车也。
[3] 263

在比较各方区位因素之后，孙中山作出如下结论：“窃溯吴淞而上，镇、燕、宁、皖，叠锁重关，居中驭外，终当目武昌为

天府。”
[3] 263～264

这其中不无向湖北同仁示好的意味
①4
。

4 月 12 日下午，孙中山乘船赴上海，结束了为期四天的访鄂之行。临行前，分别致书武汉各团体及报界联合会，以表谢意。

他对武汉报界这样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

尤望指引维持于后，俾我国民得所指南，是则文所属望于报界诸公者。愿以此为临别之赠言。”
[3] 268～269

孙中山希望借报刊的影响

力，在宣传革命的同时也能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推向高潮，使革命更好的发展。正如孙中山同年 7 月接见纽约《独立杂志》

记者李佳白（R·G·Reid）所说的，他当时集中思考虑的是“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希望看到人民

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增殖他们的势力，直到成为财阀”
[10] 392～393

。

三、未能弥合的分歧

孙中山的湖北之行是他与湖北社会各界的一次深度互动，因而深受各方关注，其革命功勋也屡次被表彰。在 10 日上午举行

的鄂军都督府欢迎大会上，当孙中山在演说中表彰湖北的首功后，黎元洪随即指出，“我鄂虽首发大难，倘各省不闻风响应，孤

城且覆，大敌益横，瓦解土崩，何堪设想？从知鄙人与诸君之尚得至今生存，享荣誉，蒙厚福，皆各省响应之赐；而尤非中山

先生预为奔走呼号，预为秘密运动，其响应正不易易也”
[3] 256

。其后，在同盟会湖北支部的大会上，黎元洪又说：“民国有成，

中华无恙，幸福共享，寿域同登，皆中山先生万斛血泪，廿载热忱，有以鼓吹而激荡之，督促而收拾之也。”
[3] 264

胡汉民、汪兆

铭等也多次在讲话中表彰孙中山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表示要继承和实践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若就孙中山本人及湖北革命党人

对此次访鄂目的的预期而言，此行实际效果甚微。

首先，孙中山所宣传的“社会革命”不被理解和接受。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后，认定“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已成，当转

向建设，进行“社会革命”。在武汉的演讲中他竭尽所能地宣讲“社会革命”，虽然不乏表态性的回应，如孙武曾在孙中山演讲

后评述说“先生今日所言社会革命，非谓今日将再流血，实谓今日及早预防，莫再令其流血耳”
[18]
。但从根本上，“社会革命”

的主张是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的。胡汉民记述黎元洪对孙中山“社会革命”说的评论：“黎氏亦谓余曰：‘武汉之局，方忧动摇

不安，先生奈何言此？’余知其不可以理喻也。”
[19] 66

同盟湖北支部在致《民立报》的电文中则说：“湖北同盟会支部开会欢迎

孙先生于湖南会馆，听者至无立足地。先生演说国都问题，谓国都为一国根本，必选一安全地点，然后能图国力发展。……先

生主张建都武昌。”
[3] 267

在这段陈述中，竟无一语涉及孙中山所汲汲追求的“社会革命”，仅仅是拿孙中山主张“建都武昌”说

事，倾向性非常明显。

更为甚者，当孙中山在武昌演讲“社会革命”时，“颇惹起舆论之惊疑，至虚造同盟罢工之事实，以证其说之恶果”
[20] 193

。

4 月 15 日的《民立报》上，章士钊记载武汉方面的报道：“昨阅《神州日报》及《民声日报》汉口专电，谓孙君‘在黄鹤楼演

4 ①孙中山非常关注革命后的都城设置问题。但于何处设都城，孙中山的思想有变化的过程。1897 年，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宫

崎寅藏谈话时曾说：“建都，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孙

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85-186 页）从这时起，孙中山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以武汉为都城的思考，但表述屡有变化。如 1902 年

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认为“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15 页）；1905 年时，又认为北京、武汉、

南京、广州“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段》）。武汉行之后，在 8 月 31 日的参议院演讲中，

孙中山陈述迁都主张，认为“北京万不可居”，但是迁都地点则“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无处不可”（《在北京参议院

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425 页）可见，在孙中山的考虑中，在武昌或武汉建都始终都是可选方案，但绝非

唯一。如此次在武汉所谓“ 终当以武汉为天府”的说法似仅此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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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社会革命，次日铜圆局工人即同盟罢工。鄂中顿见纷扰’。又谓‘孙君在汉口演说，听者相顾错愕，无拍掌赞成者’。又谓‘黎

副总统不肯正式承认为同盟会协理。孙君……邀黎君……赴同盟、社会各党之茶会，黎君于会场始终未发一言’。”
[21] 188

为此，

章士钊专门予以驳正：“孙君之演述社会革命，乃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非对于现时生计状况有所鼓吹，且谓同盟罢工为社会主

义乃一时之谬说，正孙君所辞而辟之者。……孙君在鄂所有演说，无不博听者绝对之欢，……黎君之为同盟会协理，不自今日

始，其肯正式承认与否，非论者所知……孙黎同赴同盟会，黎因以送孙行，非孙往邀之；且当日为会，仅同盟会会员，杂以来

宾及新闻记者，并无社会党；且该会为演说会，非为茶会。”
[19] 188～189

可见，武汉方面传达给外界的的讯息中有“故意”失实之

处，章士钊才不得不专门驳正。

其次，对武汉方面原先期望的调解分歧的愿望，孙中山此行起到的实际作用并不大。其时湖北“起义诸人，无团结，无警

惕，更缺乏政治头脑，只知清朝推翻，革命已成，专图个人出路，以致官僚乘隙而进，党人失败”
[9] 116

。

在 10 日上午举行的鄂军都督府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发表了简单讲话之后，黎元洪呼吁“再者革命事起，革命党销，鄙人与

诸君幸勿昧革命二字宗旨，长以意气相搀。当思战争时之荆棘，勿挟和平后之芥蒂；自私自利，使诈使贪，皆非我辈实行革命

之初心也”，他期望各方能“善始善终”，“念前此伟大功业，若嗣后自行抛弃，实为有负忠告焉”
[3] 256

，此番话显系有所指。革

命党中引起纷争的孙武等人则是各怀心思。民社武汉支部曾登报陈述欢迎孙中山的“心理”：

先生抱革命主义以号召天下者垂三十年，义旗屡举，俱遭失败。此次武汉民军幸能攘臂一呼，四方响应，不四阅月而南北

统一，民国成立，使先生三十年来理想中所设有之中华民国一旦实现于地球。先生今日足履此邦，其对于我鄂省同胞必具有特

别优遇之感情，有可断言者。而本社实代表鄂省绅、商、军、学各界之团体也。此本社之应欢迎先生者一也。

昔日先生秘密结社以求推翻专制之政府，今日先生组织政党以求巩固共和之国家，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

弗传。先生之与本社，固互相为因果者也。此本社之应欢迎先生者二也。

先生足迹遍于五洲，而当日厄于满清政府专制之下，不克一至内地。本社同人曾游海外者固尝亲炙先生之威仪，然私淑先

生而未谋面者则缺恨实多焉。今日者得以遂其愿见之志。此本社之应欢迎先生者三也。

本社成立未久，政纲宣布尚待嗟商，内容组织未尽完善。先生倡言共和，研究有素，遍游列国，心得必多。此次来鄂，对

于本社名义必能以政党名义相推许。此本社之应欢迎先生者四也。
[22]

这份欢迎词看似冠冕堂皇，但如果了解民社武汉支部这一组织是由孙武等创立的小团体之后，当可断言这只是一份表面的

说辞。1912 年 1 月 16 日，黎元洪、王正廷、蓝天蔚、孙武等 24 人发起成立民社，孙武为民社武汉支部负责人。汤化龙指出

该组织的目的即在“与同盟会公开对立”
[23] 177

。民社的成立是革命党内部“第二次革命”的导火索。在民社陈述的四条欢迎孙

中山的理由中，实际最为关键的是第四条，即“对于本社名义必能以政党名义相推许”，其实是希望孙中山承认民社的正当性。

如果民社武汉支部的这一目的实现的话，无疑会更加重湖北革命党人的分歧。很显然，孙中山不会予以支持。其结果则是招致

孙武等人的反对。同行的胡汉民记述说：“先生于武昌，汉口两处，受群众热烈之欢迎。先生莅会，俱为民生主义演讲。……听

众颇为感动。而孙武等则纷为传单，反对先生，谓先生于此时乃主张第二次革命民生主义云云，不啻为武汉间流氓暴动之导火

索。”
[19] 66

此后，湖北革命党人的分歧愈演愈烈，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角逐，终至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被

黎元洪、袁世凯联手杀于北京。流血事件的酿成实际也宣告了孙中山调解矛盾的失败。

从武汉各报刊公布的欢迎孙中山的缘由来看，实际上已预示了孙中山此行难以实现调解各方矛盾的初衷。《社会世界》第二

期载有《汉口社会党致颂孙中山君词》，其中说欢迎孙中山的原因颇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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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到鄂，各团体踊跃欢迎，以表敬爱之意。吾党宗旨以平等为主义。其视先生也不过社会之一份子。即以先生之

功勋而论，亦不过社会一分应尽之义务，而亦表同情以欢迎之者，不在先生之功勋，又不在先生之名位，而在先生之道德也。

功成不居，脩然远引，使人人步先生之后尘，则世界之和平可以立候。
[24]

这份欢迎词重点表彰孙中山“功成不居”的道德，而不从政治主张和功勋考量，代表了当时部分群体及个人对孙中山的认

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作为前总统的孙中山实既无力协调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其实行“社会革命”的理想也只能是良好的

愿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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